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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洋散文的「離散中國」及其世代斷裂 

 

 

 

張彥涵 

（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） 

 

 

前 言 

本文以《南洋散文集》與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為研究對象，

探索二戰後至獨立前（1946-1953）馬華散文中的家園意識在不

同世代之間發生的變化。本文並不意圖以兩部選集概括戰後馬華

文學的整體面貌，而是將其視為有代表性的文本切片，通過細讀

分析，揭示不同世代對於離散家園意識上的結構性差異。作為戰

後的重要選集，《南洋散文集》不僅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

潛流，也為觀察離散家園意識的持續性提供了關鍵文本窗口。現

有論述多將戰後馬華文學中的家園意識理解為由「中國」向「南

洋」的線性轉型，然而本文所關注的是這一認同模式在不同世代

之間是否真正得到延續。 

具體而言，《南洋散文集》延續了以中國為想像家園的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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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構，反復書寫「返歸祖國」（中國）的願望；相較之下，《南

洋青年散文集》中的青年書寫則明顯弱化了「中國」的情感單

位，其關注重心更傾向於青年關注的個人生活與情感經驗。因此

本文所提出的「家園意識轉型」，應理解為在特定文本與歷史條

件下浮現的一種趨勢，而非對整體文學實踐的普遍路徑。離散的

家園意識並未在不同時代之間延續，「祖國」在青年的散文書寫

中出現顯著弱化甚至趨向消隱，對中國的「沈默」本身便構成重

要證據，「家園」、「故鄉」、「祖國」不再作為需要被反復指

認的對象，而是自然而然地內嵌於在地經驗之中。隨著世代更

替，以「祖國」（中國）為核心的認同模式逐漸失去其解釋力，

而讓位於以在地生活為基礎的經驗結構。 

 

一、「家園」的流變 

日本入侵之後，生存作為優先事項構成戰爭時期散文最重要

的主題轉向之一。文本關注由祖國想像轉向個人／群體經驗，使

南洋逐漸被視為一個承載風險、照護與責任的現實空間。這一變

化為戰後家園意識的重組提供了重要依據。鍾怡雯在〈下南洋，

返唐山——《南洋散文集》的移民史縮影〉中指出，戰爭時期出

版中斷影響了選集的構成。（鍾怡雯，2017年第 6期）戰後的復

原以及個體的心理調適都需要時間。這部由一群知識分子悉心保

存並加以出版的數量僅為三十四篇的散文選集，得以為我們提供

一個罕見卻極具價值的切入點，得以窺見當時圍繞「家園／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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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」所形成的主導意識形態。儘管篇幅數量有限，這些散文仍為

理解當時人們如何感知並表述其「家園」意識，提供了關鍵性的

線索。 

由韓萌（1922-2007）主編的《南洋散文集》所呈現的，是

以中國為核心的離散意識。韓萌雖出生於南洋，但其成長與思想

形成主要發生於中國，這種跨地域經驗使其編輯立場更接近「中

國知識分子看南洋」。選集中多篇作品流露出對中國的懷舊情

感，並將其視為唯一的「祖國」，而南洋則被經驗為過渡性或異

鄉空間。這種跨地域的「兩鄉經驗」，可說是影響了編輯立場的

原因之一（鍾怡雯，2017年第 6期）；相較之下，《南洋青年散

文集》 則明顯弱化中國指向，轉而聚焦戰後南洋青年的現實處

境，如經濟壓力、教育中斷與生活焦慮。這一轉向顯示，家園意

識已由對祖源的指認，轉向在地經驗的內化，南洋逐漸成為不證

自明的生活依據。 

相對《南洋散文集》而言的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，很少著墨

「祖國」或「故鄉」，對中國的嚮往在當時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

中似乎無關緊要。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中，阿興的〈阿偉的淘金

夢〉裡有寫道：「在家鄉的時候，阿偉哥因為受到親戚們的慫

恿，說南洋地方怎麼好！生活多安適、工作多輕鬆，而且處處有

發財的機會。這些甜言蜜語感動了他的心，於是他便掀起了到南

洋淘金的美夢。經過了許多麻煩的手續，坐著帆船，乘風破浪，

辛辛苦苦地抵達這所謂的『淘金地』南洋。」（有興，1950）因

為「這裡並沒有遍地的黃金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比那多山川河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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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麗祖國還遜色呢！於是他失望了，再加上離鄉背井的不安心

情，和對異地的生疏，人種語言的複雜，使他陷入空虛渺茫的境

遇中」（有興，1950），迫使阿偉「除了他手上從祖國帶出的一

隻小戒指外，沒增加一釐半毫」（有興，1950）。過了五年，生

活還是依舊潦倒，使得阿偉進退兩難，想回到自己的祖國（中

國），卻只能夠滯留在南洋。文本揭示了一個現實問題：南洋等

同於過渡空間的想像與現實落差，使「回歸中國」成為持續卻無

法實現的願望。 

兩部選集中關於家園的故鄉意識並置，揭示了戰後馬華散文

的分化路徑：前者延續以中國為中心的離散認同，後者以內嵌於

南洋現實的在地經驗為書寫核心。這不僅體現了不同世代作家的

生命經驗差異，更標誌著馬華文學中「家園意識」在不同的世代

之間出現結構性斷裂：早期作家群以中國為中心的家園離散取

向，而戰後文本中逐漸出現以南洋為家園的定位轉向。這一現

象，在《南洋散文集》中有關家園書寫的選文，表現得尤為明

顯；而青年世代則將關注轉向在地經驗與個人發展，對中國的離

散情感顯著減弱，甚至趨於消弭，使「中國」不再構成情感認同

的必要參照。這一差異與戰爭經驗密切相關。戰爭強化了上一代

作家對中國的情感連結，從而鞏固其離散認同結構；相較之下，

成長於戰爭之中或戰後的青年世代，更直接面對社會現實與未來

處境，使其書寫多轉向在地經驗或個人情感的抒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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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離散中國的書寫 

《南洋散文集》以郁達夫於 1941 年創作的〈馬六甲記游〉

開篇，該文是選集中唯一一篇戰前作品。郁達夫的〈馬六甲記

游〉以第一人稱視角書寫，作者以一名外來觀察者與訪客的身份

展開敘述。在行文過程中，郁達夫多次傳達出其在異地旅行時所

感受到的疏離感與日益加重的倦怠情緒。他將自己在馬六甲生活

與工作的經歷描述為一種折磨，指出：「生活在終年如夏、沒有

季節變化的南洋，人們的記憶會像一張陳舊的照片一樣逐漸褪

色。」（郁達夫，1941, 1950）在缺乏季節變化的南洋空間中，

衍生出對南洋的疏離感，他逐漸喪失了對時間的感知，從而產生

持續性的疲憊與陌生感，也對南洋的隔閡加深、對「返回中國」

的渴望埋下了伏筆。郁達夫深切地寫道：「午夜時分，疲憊旅人

的深沈悲哀，忽然在返回旅舍的汽車窗外顯現出來，彷彿是在遠

方的飛機或火車上，偶然瞥見一位陌生的旅伴。這種久已不在我

心中的感覺，正是午夜時分疲憊靈魂的憂傷。」（郁達夫，

1941, 1950）這段文字凸顯了他強烈的家園錯位，以及對熟悉的

時間與空間標記所懷有的憂鬱鄉愁，反映出這一時期南洋華僑所

共同經歷的離散經驗的主題。例如：「那些古樸而精緻的南洋亞

答屋，配以椰樹投下的斑駁樹影，以及其間橫跨的小橋，清楚地

顯示出我正行走在南洋的鄉村之中。然而，車輛一轉，駛入平原

地帶，天空驟然開闊，稻田裡一片翠綠的稻稈映入眼簾，在高大

樹木的陰影下，幾位膚色黝黑的農人靜靜歇息。這一景象再次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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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聯想到故鄉江南廣袤的田野。」（郁達夫，1941, 1950）郁達

夫以一位「疲憊的旅人」的形象自居，坦率地揭示了自己在長期

遊歷南洋之後所產生的思鄉之情。他明確指出所謂的「故鄉」就

是「中國江南廣袤的田野」。這種敘述方式與一般的遊記書寫略

有不同。通常而言，遊記多以毫無保留的讚嘆來描繪旅途中所見

的風景與經歷，郁達夫卻藉由南洋的獨特景觀，不斷喚起對中國

的記憶。南洋景觀並未理所當然地生成在地認同，反而持續觸發

他對中國的歸屬感與美好記憶，使得心裡的「家園」始終指向遙

遠的北方。 

蕭天於 1945年寫成的〈夜笛〉（蕭天，1945, 1950）通過戰

爭廢墟與「無法回家」的意象，呈現出極端恐懼的心境之下，對

於渴望回到中國的感受。戰爭不僅製造死亡與恐懼，也中斷了返

回祖國的可能，使「回家」成為一種被延宕甚至不可實現的願

望。這類書寫揭示了南洋並未被視為妥妥的「家園」，而是一個

被動的滯留空間。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離散認同，並未在青年時

代中獲得延續；而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書寫取

向。張復靈在序言中將作品比喻為「原野上的小草」（張復靈， 

1952）強調選文尚未成熟卻富於生命力的特質，顯示其編纂偏向

日常經驗，而非建構宏大的民族文化敘事。在具體文本中，青年

作者多聚焦升學、家庭壓力與現實困境，即便涉及南洋，也主要

圍繞謀生與適應問題進行闡述，而非祖國想像或返歸願望。家園

不再作為明確對象出現，而內嵌於日常生活之中。 

綜上，《南洋散文集》與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之間的差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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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單純的認同轉移，而是揭示了離散家園意識在世代之間的結

構性斷裂：中國不再構成青年時代必要的情感歸屬或使命感的來

源，離散意識在青年世代明顯弱化，甚至逐漸失去其表述「中

國」為「家園」的必要性，離散情感顯著減弱，甚至不再構成書

寫核心。 

 

三、離散家園的世代分裂 

在《南洋散文集》所收錄的作品中，幾篇作品反復表達返歸

祖國的願望，進一步強化了對中國持續不變的思念情感。葉劍平

在〈覺醒〉中回憶其表兄在夜晚所說的話：「只要中南航線一

通，我馬上就回唐山」（葉劍平，1950）。同樣，辛志在〈富良

江畔的種子——懷念寒江〉一文中寫道：「我在安南還有一個

家。我的家在向我招手，我終究還是要回去的。」（辛芷， 

1946, 1950）潘君在〈騎樓下的寫信先生〉中亦表達了相同的情

感：「朋友們，你們還年輕，將來一定要回到祖國去！」（潘

君, 1950）這些反復出現的表述，直接證明了「返歸祖國」是持

續性的集體情感，顯示「中國」在某種程度上仍舊是最穩固的情

感歸屬。 

除了部分作品體現了一些南洋華僑將南洋視為短暫的避風港

及過渡空間之外，同時也存在幾篇將南洋視為「家」的文章，在

南洋落地生根的想法保持低調，不直接說明家園的轉變，而是以

文章的敘述主體來轉述觀點。例如陳言〈善變的人〉是一篇少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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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融入幽默與諷刺元素的文本。作品的核心人物王立志，人稱

「老王」，是一位生活在南洋的小土地業主。儘管他屢次宣稱自

己決意返回中國，但他對南洋情人「羅小姐」的情感依附，卻始

終使其計劃無法付諸實行。在言談之中，王立志常常高聲表明自

己要「回祖國」的決心；然而在實際行動上，他卻一次次未能兌

現這些宣言。在陳言這位外來觀察者的筆下，這種反復猶疑的狀

態既令人發笑，也頗具揭示意義。老王在「回祖國（中國）」的

集體期待與南洋的情感生活之間徘徊，顯示出家園定位的內在分

裂。「回中國」在戰爭之後不再是唯一選項。 

敘述將老王刻畫為一個思緒搖擺不定的人物，深陷於理性責

任與情感慾望之間的內在掙扎之中。一方面，他感受到「回家報

國（中國）」的集體期待與道德壓力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沈溺於愛

情之中，不願捨棄私人情感所帶來的溫暖。陳言以敏銳的洞察力

描寫了這一內心衝突：「我可以感受到，他的情感與理性正在進

行一場激烈的搏鬥——相互轟擊、彼此反擊：家庭與情人，前進

與後退……一連串的問題不斷折磨著他。他一方面渴望前進，想

要自由地在天空中飛翔；然而另一方面，卻彷彿有一隻無形的巨

手將他牢牢拉住、束縛著，使他無法掙脫。」（陳言，1950）此

處，「一隻無形的巨手」的隱喻象徵著愛情的牽引可能產生「落

地生根」的想法；儘管他內心懷有報效祖國的願望，這股力量仍

將他牢牢牽制。這一描寫凸顯了南洋獨立前部分海外華人所面臨

的一種新困境：一方面是與中國相連的集體理想與情感指向，另

一方面則是出於現實考量而選擇留在南洋、經營個人生活的實際



308 - 赤道鳳尾：馬華散文研究論集Ⅱ 

需求。陳言散文中所採用的幽默語調，進一步展示了這一微妙卻

意義重大的轉變。老王的善變被描繪得頗具親和力，然而在幽默

表層之下，卻蘊含著更深層的文化評述。陳言〈善變的人〉顯

示，返歸中國雖仍具道德壓力與集體正當性，卻已不再是唯一選

擇。老王在「回祖國」的理想與南洋的情感生活之間徘徊，說明

家園認同已出現內部分裂。 

此外，選集中部分散文也呈現出無意識的「家園轉向」——

從日常口語及生活習慣與中國對比，明顯突出「南洋風格」的基

調。在黎田的〈山芭校長〉中，人物老吳在書寫過程中逐漸吸納

了南洋的語言特徵：「在過去的一年裡，他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

與技能。一年前，學校裡常見的文言虛詞『之乎者也』，如今在

他的書信中，已被諸如『了的嗎呢』之類的口語表達所取代。」 

（黎田，1950）「之乎者也」代表的是古典漢語中常見的文言虛

詞用法，而「了的嗎呢」則是南洋華人日常口語中常用的語氣助

詞。這種由文言虛詞轉向南洋口語助詞的變化，顯露出一種新生

的混雜性（hybridity），也是作者暗示南洋僑民無意識的「在地

化」過程。即使人物在情感上仍心繫中國，其書寫語言卻已經以

一種委婉的方式表達對南洋在地生活的適應，從而暴露家園認同

的潛在位移。正也恰恰印證何國忠的觀察：「南洋華人正開始尋

找他們新的身份，儘管許多知識分子或作家自身可能尚未意識到

這一變化。」（何國忠，2002）事實上，如老吳這類對中國懷有

深厚情感的人物，往往並未察覺自身文化定位所發生的細微轉

移，已悄然顯露出對南洋的新一層情感依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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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〈善變的人〉中的老王主動在南洋經營情感與生活不同，

〈山芭校長〉中的核心人物老吳，更接近一種無意識的在地化：

其家園定位仍舊向中國傾斜，但語言與生活形式已逐漸被南洋同

化。前者對於駐扎南洋存在某種離散情緒，後者則是心甘情願在

南洋落地生根，並且隱約透露充滿對新生活的期待與喜悅。兩者

處境明顯不同：前者象徵在南洋艱難掙扎的人物具有南洋語言文

的代表的是一位已然安頓下來的華人，後者則在擁有相對穩定生

活基礎的前提下，愛情在其人生中扮演著一種「潤滑劑」的角

色，使「回中國」退居為次要關切。由此可見，這一時期部分南

洋華僑選擇在南洋扎根，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是否返回中國，而

在於不斷尋找「留下來」的理由。這一點在王某的話語中得到了

簡潔的概括：「回不回中國都無所謂，只要我下定決心，照樣可

以上進，不是嗎？」（陳言，1950）隨即，他又以一種輕鬆愉快

的神情，熱情地摟住妻子並比劃著說道：「來，什麼時候到我家

坐坐！不，是甜窩，來我們這甜窩裡玩玩吧！」（陳言, 1950）

王某看來，「回祖國」並非個人進步的唯一途徑，這也暗示了他

早先觀念中的某種狹隘性。 

此外，作品中特別強調其婚姻中的「家」為「甜窩」（陳

言，1950），這一稱謂相較於一般的「家」或「家園」，更具親

密性與情感層次。這表明，那些選擇留下的華人已在南洋扎根，

並主動放棄了返回中國的可能性，將情感與忠誠投注於南洋土地

之上，甚至將南洋視為最終的歸屬。然而，從韓萌的編輯立場來

看，這種呈現更像是隱含的抗議。王某「善變」的性格被描繪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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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切而富有幽默感，他選擇留在南洋而非返回中國，被刻畫成一

個只為個人成長而忽略「返國使命」的人物。老王將重心從「祖

國」（中國）轉移到南洋的「甜窩」，不僅反映了其價值取向的

變化，也折射出華人離散群體中更為廣泛的一種趨勢——在新的

環境中安頓下來並逐步融入其中。這種敘事雖然帶有幽默色彩，

也可被解讀為對以個人滿足取代愛國理想的一種含蓄批評。 

〈山芭校長〉中的老吳是一位博學之士。儘管其情感仍然繫

於中國，早已察覺到自己的語言被南洋「同化」。他們經常表達

返回中國的願望（或許已成為一種慣性表述），但在心理與意識

形態層面，他們實際上已開始將南洋視為真正的家園。無論是韓

萌，還是那位心系中國的〈山芭校長〉主人公，都未曾察覺自身

土地認同所發生的變化。在潘君的〈騎樓下的寫信先生〉中，主

人公——那位代人寫信的先生——為許多人撰寫過書信，其中卻

有一位老者在其信中講述了最為悲傷的故事： 

唉！南洋哪裡是什麼好地方！朋友啊，我恐怕這一輩子

就要耗在這裡了。我的祖輩曾在荷蘭統治下的爪哇做小

生意，聽說那時的日子還算不錯，於是我滿懷希望，千

里迢迢地前來。然而，到了這裡之後，連我自己也說不

清緣由，前往荷屬地區的入境證件卻始終無法辦成，於

是便滯留在新加坡。心裡想著，也罷，新加坡也還可以

吧。唉！就這樣，我一直留在了這個所謂的「好地

方」。（潘君，1950） 

「好地方」一詞實際上帶有反諷意味，因為在他看來，南洋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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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不上什麼好地方。本文描繪了一位並不情願留在南洋的老人，

他並不熱愛這片赤道之地；對於那些長期居住在南洋的人而言，

他所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處境。潘君也對這位貧困老

人的思鄉之情做了評論：「他們思念自己的祖國（中國）……他

們的祖國或許貧窮，但終究比在異鄉（南洋）遭受迫害要好得

多。」（潘君，1950）這位老人將返歸故土的希望寄託於年輕一

代之上。他對中國懷有深切的嚮往，並將其視為真正的家園，僅

將南洋看作流放之地。儘管內心充滿輕蔑與排斥，但現實條件卻

迫使他滯留於此，只能在精神層面進行自我安慰。諸如〈騎樓下

的寫信先生〉之類作品，都進一步強化了第一代移民將南洋視為

流放地、承受著對中國強烈而持久的鄉愁；而在南洋出生、成長

的後代，則已開始在地扎根，逐步將南洋視為真正的家園。 

這些敘事呈現出兩種彼此區分、且在某些時刻相互衝突的傾

向。一方面，許多作家表達了堅定不移的返歸中國之決心，將中

國視為真正的祖源家園與忠誠的最終歸屬；另一方面，一種逐漸

成形的認知也開始浮現——南洋不再僅僅被視為暫時停留之地，

而是可能成為永久性的家園。這種「祖國」與「家園」之間的二

元區分，反映了海外華人社群多樣而複雜的個人與集體經驗，這

些經驗既受到具體社會—政治條件的形塑，也深受戰爭動蕩與殖

民統治體制的影響。 

從 1940 年代後期至獨立前夕，散文日益為集體性的「我

們」發聲，從懷舊轉向扎根、從移民的暫居意識邁向地方未來的

想像。儘管 1947 年的公民身份辯論在實踐層面受限，但這一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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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卻開啓了華人可能作為「本地人」而非永遠的客居者的政治身

分想像。這時期的作家群將散文通過從回憶走向重建、從對中國

的遙遠忠誠，轉向近身對南洋的責任這一轉變。這並非簡單的同

化，而是一種在保存語言文化根源的同時，吸納熱帶節律、馬來

語詞彙、英文教育與多族互動的在地文化自覺。 

總體而言，《南洋散文集》中對中國的家園書寫並非只採取

單一的離散機制，「中國」在某些情況下仍被反覆建構為祖源家

園；另一方面，南洋已在情感、語言與生活層面逐漸成為可能的

歸屬空間。正是在這種內部張力之中，離散家園意識開始鬆動，

並為後來青年世代中更顯著的世代斷裂埋下伏筆。 

 

四、家園認同的世代差別 

通過前述文本分析，可以進一步指出家園認同在不同世代之

間呈現出結構性的差異。《南洋散文集》集中體現了戰前與戰時

作家典型的「中國取向」情感。如鍾怡雯所言，許多移民「南下

是為了北歸」，即便未能成行，情感忠誠仍然指向中國。（鍾怡

雯，2017 年第 6 期）在這一書寫框架中，中國被建構為唯一的

「家」，而南洋則多被經驗為試煉之地、過渡空間，甚至帶有流

放意味。相關作品如〈驗糞——中國人民出國的經歷〉與〈善變

的人〉，從歷史角度看，那些被視為「善變」的選擇，實為早期

扎根意識的顯現，皆在個人敘事層面呈現出身份認同的臨界狀

態，一方面維繫對祖國的情感忠誠，另一方面則逐漸面對在南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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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地生存的現實。 

這一差異可通過具體文本進一步說明。例如在部分青年的書

寫中，即使涉及南洋經驗，也多圍繞謀生困境與現實適應展開，

而非延續「返歸中國」的敘述邏輯。即便出現對中國的提及，其

情感強度與敘事位置亦明顯弱化，未再構成書寫的中心動力。這

種「相對沉默」本身，反而成為理解世代差異的重要線索：當中

國不再被持續言說，它便不再是必須被確認的家園對象。 

在世代轉型之外，文本中也可觀察到另一種更為細微但關鍵

的變化，即家園認同的「經驗化」。如馬寧對於日常生活中「沖

涼」的描寫，呈現出主體在熱帶環境中的逐步適應過程：從最初

的不適與抗拒，到習慣與日常化，最終轉化為感官層面的自然經

驗。這一過程不僅涉及生理層面的調適，更體現了一種認同的內

化機制。南洋不再只是外在的地理空間，而是通過身體經驗被持

續實踐、感知與確認的生活場域。 

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所呈現的書寫重心明顯轉移。本地出生

或成長的青年作者，較少直接言說「家園」或「祖國」，其關注

焦點轉向友誼（如李可人〈失學記〉、李生申〈山遙水遠人何

在〉）、早婚與升學之間的角力（如葉憎〈倔強的人〉、趙明文

〈失學記〉、化人〈一本詩集〉、麥山鄉〈長夜漫漫何時

旦〉），南洋的日常（如李浪花〈「某老闆是我的阿舅」〉、李

培和〈百字夢〉、鄭翼霖〈美麗的回憶〉、嚴然〈烙印〉），與

長輩的文化記憶與祖源想像為核心的家園認同存在差異，青年世

代的書寫更傾向於通過日常經驗與身體實踐來建構歸屬。這種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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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並非簡單的認同替代，而是標誌著家園意識在表達層面與感知

結構上的轉型：從被言說的對象，轉向生活的現實。只有極少數

的篇章想像日本侵略南洋的場面（映清〈不平凡的傷痕〉）等經

驗。這一現象並不意味著家園意識的消失，而是顯示出其表達方

式的轉變：家園不再作為被反復申述的對象，而是以內嵌於生活

實踐之中的方式存在。換言之，對於青年世代而言，南洋已成為

無需論證的生活前提。 

綜合來看，兩部選集所呈現的差異，不僅體現為「中國」與

「南洋」的空間轉移，更反映出家園認同在不同世代之間的表達

機制與感知方式的變化。前一世代通過不斷言說「回歸」來維繫

離散認同，而青年世代則在不言之中完成了在地歸屬的確立。這

種由「言說」轉向「實踐」的變化，構成理解戰後馬華散文世代

差異的重要切入點。 

 

結 論 

戰爭、殖民重組與戰後社會變遷，共同構成馬華散文中家園

意識變化的重要歷史條件。通過《南洋散文集》與《南洋青年散

文集》的比對閱讀可以發現，二戰後至獨立前的南洋華文散文，

呈現出以中國為中心的離散認同，從「家園意識轉型」逐步轉向

以南洋為基礎的在地歸屬的趨勢。这一轉型並非線性延續，而是

在不同世代之間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差異。具體而言，《南洋散

文集》所代表的早期世代，仍以中國作為想像家園，反覆書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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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返歸祖國」的情感結構；而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中的青年作

者，兩部文集構成了分析戰後馬華文學中家園意識變動的關鍵文

本場域。它不僅反映了其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潛流，也呈現了南

洋華文作家身份認同意識的流變。 

在世代差異之外，文本中亦呈現出一種更為內在的轉向，即

家園認同的「身體化」。如馬寧對「沖涼」的描寫，展現出主體

在熱帶環境中由不適到適應的過程。這一變化不僅是生理層面的

調節，更體現為認同在感官層面的內化。南洋不再僅僅作為外在

的地理空間存在，而是在日常身體實踐中被持續經驗與確認。在

此意義上，家園不再依賴抽象的祖源想像，而是通過生活的重複

性實踐被具體化與自然化。這種由「文化認同」向「身體經驗」 

（張復靈，1952）的轉移，標誌著家園意識在感知結構上的深層

變化。 

在形式層面，這種「生存優先」的轉向拓展了散文的表現譜

系。戰前散文多以田園回憶或面向中國的愛國激情為主，而戰時

作品則轉向記錄匱乏、恐懼與即興應變。這一變化並未削弱文學

價值，而是重新定義了審美標準，使細節、見證與個人、甚至族

群經驗為表達基礎。散文由此呈現出一種「生存體裁」的特徵，

記錄了作家群在極端的歷史條件下的感知、承受與心理變化。 

相較於偏重中國情懷的早期選集，《南洋青年散文集》突出

青年的在地經驗，如友誼、課堂、家庭摩擦與初戀情懷。缺乏明

確「家園」話語，並非表示青年世代對「返歸中國」冷漠，而是

對這一世代而言，「南洋就是家園」已是不言自明的意識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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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散文、日記式書寫與日常挫折的描繪，自行完成了家園定位

的邊界建構，將歸屬家園的現實主義中心悄然轉移至個人主義當

中。 

縱觀戰前、戰時與戰後階段，南洋華文散文呈現出從中國中

心的嚮往，轉向以生存為錨的在地性，再發展為南洋的集體歸

屬。這些並非截然分離的階段，而是層疊、交錯的取向。看似意

識形態的轉變，實則亦是世代更替的結果。未經歷「南下再北

歸」邏輯的青年作家，書寫出一種不自覺的扎根狀態。整體而

言，這一文本群不僅記錄個體聲音，更構成一部集體身份轉型的

檔案，展示「家」如何在危機與重建中重新錨定。 

綜上，筆者認為「離散」並非一個穩定且普遍適用的認同模

式，而應該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與世代經驗中生成的情感。長

期以來，「離散的中國」或「離散的馬來亞」往往被視為連續性

的認同模式（把某種「離散」理解為「可穩定從一代人傳遞到下

一代人」的繼承性結構），然而這一理解忽略了不同世代之間在

經驗結構與情感指向上的顯著差異。 

正是在這一意義上，既有研究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分析盲

點：即未能充分納入世代視角，高估了離散認同的延續性。通過

對兩部選集的對比閱讀可以發現，離散並未在世代之間穩定傳

遞，而是在具體語境中發生鬆動、轉化，甚至被重新組織。這一

發現提示我們，有必要在離散研究中重新引入世代維度，以更準

確地理解家園認同的歷史變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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